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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募捐机制如何影响个人捐款行为?
———基于线上实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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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互联网募捐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募捐平台涌现出许多新奇的募

捐设计,其中“随缘”捐款是最常用的新募捐机制之一。 通过随机对比实验的方法研究“随缘”募捐机制中小额

捐款建议提示信息功能与随机代理决策功能对捐款率与捐款额的影响。 实验数据显示,这两个功能都无法显著

地提高捐款率,但对捐款人的捐款额选择有着潜在的引导作用。 其中,小额捐款建议信息的出现显著地降低了

捐款额。 此外,研究发现提供随机代理选项可以削弱小额捐款建议信息对捐款额产生的负面影响。 研究结果说

明募捐平台在设计募捐机制时应该额外注意募捐机制各个功能的参数选取以及不同功能之间的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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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randomly generated donations affect donor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n online experiment

ZHANG Xue1, LI Jing2

(1. Wenlan School of Business, ZUEL, Wuhan 430064, China;

2. Laboratory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DUFE,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As mobile payment popularizes in China, online fundrais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Many novel

fundraising strategies have emerged, including one we call “randomly generated donations. ” This paper employ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 to examine how donor behavior is affected by two main design features of randomly generated donations:

nonbinding small suggested donations and delegation to a random device. Our experimental data suggests that both feature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onation rate.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small suggested donation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onation size. We also find that a delegation device can partially offse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mall suggestions on the donation

size. These results inform fundraisers that, when designing a fundraising strategy, they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the

parameter choice for each featur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features in affecting donor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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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口基数大,慈善募捐事业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一个能够维持小额捐款行为的庞大捐赠群

体。 如何设计募捐机制才能鼓励海量微捐? 对这

个问题的回答,不仅要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意识

形态、慈善立法等宏观层面去考察,也要对捐赠动

机和募捐方式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 近年来,我
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制度与模式在不断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指出截至 2021 年上半年,民政部指定的 20 家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全国 1 400 多家公募慈善

组织发布募捐信息 1. 7 万余条,累计获得 52. 6 亿

人次的点击、关注和参与,募集善款总额超过 18 亿

元①。 在以智能终端与移动支付为基础设施的信

息技术扶持下,互联网募捐展现出聚合微额捐款

的巨大潜力。 同时,网络平台的募捐方式也朝着

多元化与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涌现出“随缘”捐款

这样具有本土特色的新型募捐机制。 “随缘”捐款

是指,在捐款人了解募捐项目后考虑是否捐款时,
可以自己决定捐款数额,也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随
缘”按钮,让募捐方后台程序随机生成一个建议的

捐款额。 在实际操作中,捐款人看到随机生成的

捐款额后仍可以选择不捐或捐赠其它金额。 “随
缘”募捐机制的募捐效果如何? 能否消除阻碍个

体做出微捐的选择障碍? 现有文献尚未系统地回

答这些问题。
捐还是不捐? 捐多少? 这些看似简单的选择

实则受诸多心理与行为机制的影响。 从提高善款

总额的逻辑出发,就算“只捐分文”也优于“分文不

捐”。 然而,从个体心理层面的感受来看,少捐可

能不如不捐。 心理学家认为,捐赠行为是由外部

刺激触发捐赠者同情怜悯之心而产生的。 面对募

捐请求时,不捐往往会让人产生负罪感,但少捐却

也不足以消除这种负罪感。 行为经济学有关捐赠

动机的研究发现:个体捐赠行为除了来自对他人

福祉的关怀以外[1],还源于从捐赠行为本身获取

的“光热(warm-glow)”感[2 - 4];捐赠行为和捐款金

额是阐释自我形象[5 - 7] 与传递个人财富收入水

平[8 - 9] 的一个信号, 也是获取声誉[10 - 11] 和声

望[12 - 13]的一种途径。 捐赠者若“只捐分文”,可能

不但会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而难

感“光热”,还会和不捐一样被(自己或他人)视为

“小气”。 因此,捐赠的金额不“合情合理”可能比

不捐还要引人反感。
当“合情合理”的捐赠金额没有明确的共识

时,募捐机制中的助推设计对捐款行为具有不可

忽视的引导作用。 这种引导功能会在“捐不捐”和
“捐多少”两个维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 “随
缘”募捐机制具有默认微捐( low defaults)的特征:
虽从未说明,但捐款人若多次点击“随缘”按钮就

会发现随机生成的都是小额度的建议捐款值。 因

此,“随缘”募捐机制具有随机代理决策与小额捐

款建议提示信息这两种典型的功能,可在减轻决

策负担的同时使小额捐款合理化。 “随缘”捐款的

决策环境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捐款人可忽视“随
缘”按钮,从而避免获取任何捐款额的参照值,也
可以多次点击按钮寻价。 也就是说,“随缘”捐款

机制为决策者创造了道德套利空间(moral wiggle
room),让捐款人在做出利己选择的同时还能维护

自己的道德感。
由此可见,“随缘”募捐机制如何影响人们的

捐款决策并不直观。 此外,现实中的“随缘”募捐

机制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募捐项目,并且

常常与其它募捐设计(如实物框架、社会信息比较

等)搭配使用。 因此,现实中的数据受到多种因素

的共同影响并且缺少可以直接对比的反事实数

据。 综上原因,我们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设

计随机对比实验并利用线上问卷的方式收集募捐

行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的实验设计方案将

“随缘”募捐机制中的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功能

和随机代理决策功能分离出来,通过对比不同功

能组合下捐款行为在“捐不捐”和“捐多少”两个维

度上的变化,从而研究“随缘”募捐机制对捐款决

策的影响。 首先通过梳理文献综述来介绍本文的

研究背景,之后将说明实验设计与流程并汇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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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信息来源参见: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在京发布_索沃资讯网 (sovonet. com)。



于实验数据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最后进行总结

与讨论。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背景

国外学者借助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
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积累了大量有关捐赠动机、影
响因素和募捐机制设计的经验证据。 关于慈善捐

赠这个话题,国内研究相对集中于企业捐赠与宏

观层面的政策建议[14 - 17]。 目前国内学者也开始

应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丰富个体决策层面的经

验证据[18 - 19],但尚未关注我国互联网募捐发展大

背景下涌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募捐机制。 下

面将分捐款动机、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募

捐机制设计 3 个方面回顾与本文研究背景相关

的文献。
(一)捐款动机

早期关于捐款动机的经验研究试图检验纯粹

利他模型所预测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
即政府在公共品上的投入会完全挤出私人捐款,
但实验结果普遍不支持这一预测[20 - 24]。 因此,纯
粹利他假设似乎不能完全描述捐款动机,反而从

侧面证实了“光热”感假设的合理性。 基于“光热”
感模型展开的实验研究发现,人们的捐款动机与

是否匿名捐款这一条件高度相关[25 - 26]。 延续这

一思路,更多的实验研究找到了捐款人的社会性

需求(如遵守社会规范或者获得声誉与声望)动机

的支持性证据[27 - 28]。 目前,已有研究达成的主要

共识是捐赠行为可由多重动机共同驱使,并且复

杂动机捐赠者是广泛存在的[29 - 31]。
(二)影响捐款行为的因素

捐款行为主要受物质激励、募捐方式、相关方

信息和决策环境的影响。 比如降低捐赠的实际价

格[32]、采用慈善彩票[33] 或序贯式捐赠方式[34 - 35]

都能鼓励捐赠行为。 学者普遍发现匹配机制能提

高捐款率,但关于匹配率大小如何影响捐款数额

尚未达成共识[34,37 - 38]。 大量研究发现捐款水平随

社会距离 ( social distance) 的减小而提高[39 - 42]。
公众对捐赠者社会形象的认知[43]、受捐对象的信

息[61]和慈善组织的类型[57] 也会影响个人的捐赠

行为。 此外,不同募捐机制之间还会有不可忽视

的交互作用。 捐赠信息是否公开[46]、被试者身份

是否公开[47]、物质激励的方式[48] 和类型[49] 都会

影响物质激励对捐赠行为所产生的效果。
(三)募捐机制设计

募捐机制设计的研究视角来自 2017 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塞勒(Thaler)教授所提出的助推

(nudge)理念。 这一理念提倡通过设计巧妙的选

择架构去引导决策者做出更加优化的选择,从而

提高社会福利。 该领域研究发现决策环境的微小

细节变动都会影响捐赠行为。 如简单朴实的募捐

信纸能提高捐款者对募捐方的信任程度,进而提

高捐款水平[50],现金支付相较于刷卡支付更能提

高捐款率和捐款数额[51],同一个项目的不同语言

描述也会改变捐赠行为[52]。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发现在募捐时提供建

议捐款额或者设置默认捐款额都会对捐款行为产

生显著的影响。 此类研究关于建议捐款额和默认

捐款额是否能提高总善款收入尚未达成共识:有
的研究发现预置小额建议捐款额[53 - 54] 或者使用

小额随机选项[55] 能提高募款总量,但另一些研究

则发现预置较高建议捐款额能提高募款总量[56],
也有研究发现建议额的大小与总捐款额之间并无

关联[57]。 一项综合性研究发现提供默认小额捐款

选项降低了捐款人的平均捐款,提高了捐款率,并
减弱了捐款人对其他相关信息(比如关于慈善机

构的正面信息)的敏感程度[58]。 由此可见,不同

的助推手段可能引发决策者的多种心理反应,导
致相互抵消的行为影响。

二、实验设计与流程

“随缘”募捐机制中生成的随机数额属于一种

预设的建议捐款额。 如果捐款人多次点击“随缘”
按钮就会发现随机生成的都是小额度的建议捐款

值。 因此,“随缘”募捐机制同时具有小额捐款建

议提示信息和随机代理决策这两种助推功能,可
在使小额捐款合理化的同时减轻决策思考成本。
本文采用一个二乘二的实验设计方案来研究小额

捐款建议提示信息和随机代理决策选项对捐款参

与率与捐款额度的影响。 表 1 总结了实验设计的

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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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设计思路

无随机代理决策选项 有随机代理决策选项

无小额捐款建议
提示信息

控制实验组 随机实验组

有小额捐款建议
提示信息

提示实验组 提示随机实验组

借助问卷星平台(wjx. cn)的问卷调查功能来

执行本文的实验设计。 问卷包含一系列需要被试

者付出脑力成本去完成的测试和一系列采集人口

统计学特征的问题,完成答卷者可获取固定收益

10 元。 该有偿问卷的目的在于为参与者提供一个

通过劳动(即填写问卷)来获取固定收益的途径。
捐款决策出现在问卷的最后一题,答卷者选择是

否将其答卷所得的一部分用于捐款。 以往的决策

实验文献指出人们对于不劳而获的钱会比较随意

地挥霍(即赌场盈利效应,house money effect) [59]。
让被试者决定是否将其劳动所得用于捐款能减轻

赌场盈利效应对其决策的影响。 完成有偿问卷所

提供的 10 元固定收益也能控制潜在的收入效应

(即被试者的捐赠决策不会因为实验收入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
于 2020 年 6 月 1 至 5 日通过东北财经大学实

验经济学实验室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以及微信的转

发功能发布问卷邀请。 为了避免有偏样本选择的

问题,没有在问卷邀请中透露问卷的具体内容。
问卷邀请仅提到答卷有偿并提供了问卷的二维

码。 看到问卷邀请的任何人都可以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问卷邀请中的二维码来进行作答。 为避免重

复作答的情况,在问卷设置中设定每一名参与者

必须通过自己的微信账号登录问卷且每个微信号

仅能答题一次。 为保证每一名提供有效答卷的参

与者可以获得固定收益 10 元,在问卷星红包功能

中预存了 4 000 元人民币并设定目标样本量为 400
份答卷且红包抽中率为 100% 。 该设置会让本次

问卷调查在收集到 400 份答卷后自动停止回收

答卷。
参与者打开问卷后首先需要完成问卷所包含

的测试并提供问卷要采集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基

于答卷者出生日期中出生月份是奇数还是偶数以

及该月份出生的那天是奇数还是偶数,问卷预设

向其展示不同实验组所对应的捐款决策页面。 被

试在实验中的分组方式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实验分组计划

实验条件 月 日 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随机代理决策选项

控制实验组 奇数 奇数 否 否

提示实验组 偶数 奇数 是 否

随机实验组 奇数 偶数 否 是
提示随机
实验组

偶数 偶数 是 是

下面通过图 1 展示的提示随机实验组中的捐

款决策界面来阐释被试者面对的决策环境。 提示

随机实验组中的被试者需要在包括“随缘捐”在内

的 12 个选项中做出捐款选择。 提示信息(“您的

捐款不必超过 3 元”)出现在选项菜单的上方。 其

他 3 个实验组与提示随机实验组之间的差异为:在
提示实验组中,捐款选项菜单上方有小额捐款建

议的提示信息,即:“您的捐款不必超过 3 元”,但
不提供“随缘捐”选项。 在随机实验组中,选项菜

单中提供“随缘捐”选项,但菜单上方不显示小额

捐款建议的提示信息。 在控制实验组中,捐款菜

单仅由 11 个选项组成,包括 0 元、1 元至 10 元,菜
单上方没有“您的捐款不必超过 3 元”的提示信

息,也没有提供“随缘捐”这一选项。
为了避免捐款额从 0 到 10 的固定排序对捐款

选择的影响,将选项的展示设定为随机顺序。 在

开展正式实验之前进行过本次研究的小样本预实

验。 基于对预实验参与者的回访,了解到被试普

遍认为“随缘捐”选项意味着一个在 0 元到 10 元

(包括 0 元和 10 元)之间随机抽取的捐款额。 由

于问卷星无法实现随机抽取捐赠金额这一技术限

制,我们将“随缘捐”选项的取值在问卷设置时预

先设定为 3 元:低于选择“随缘捐”选项的期望捐

款金额且对应提示组中的小额捐款建议额上限。
参与者完成捐款决策并点击“下一页”后所看到的

页面会提示参与者将其所选捐款金额通过微信转

发至调研人员的微信账户。 现实捐款属于自愿

行为。 因此,实验转账并非强制:参与者可以不

将其先前所选的金额转发至调研人员的微信账

户,也可以转发与自己先前所选金额不相等的

金额。
由于该项研究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展开,

76

科技与社会　 “随缘”募捐机制如何影响个人捐款行为?



选择以支持战疫的基金会项目作为捐赠对象来发

起捐款。 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数

月中,由单位部门或个人所发起的支持战疫的公

众募捐活动并非鲜见。 捐款实验仅在同期发生的

类似募捐活动的基础上针对项目的可行性做出了

相应调整。 如图 1 所示,在捐款页面告知被试者在

提交问卷后将所选金额转发给本次调研人员,并
承诺在调研结束后将收到的捐款总额转发至一项

支持战疫的基金会项目。 之所以没有在问卷中明

确说明善款将被转捐至一个具体的基金会,是因

为在研究开展时期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将持续多久

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绝大多数的战疫基

金会的公众募捐活动是有时限的,考虑到完成数

据采集所需时长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捐款决策页

面仅告知被试所筹善款将资助的项目类型(战疫

基金会)而非具体的项目名称。 截至问卷停止回

收答卷时,一共收到答卷者的捐款额共计 133 元人

民币②。 在复查核对数据信息后,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早晨 7 ∶ 30 将全款转捐至中国社会福利

基金会的“捐赠战疫天使守护计划项目”并通过

发放问卷邀请函的相同渠道发布这笔捐款的公

示信息。

图 1　 问卷捐赠界面

三、实验结果与数据分析

(一)样本统计信息

共收集到 384 份有效问卷③。 表 3 总结了样

本统计变量的均值分布情况。 学生和性别是虚拟

变量。 年龄和作答时间是连续变量。 数据总样本

中男女比例分布平衡,大部分实验参与者完成了

大学教育,其中 35% 的参与者仍然是学生。 被试

者平均需要 5 分钟完成问卷的作答。 除控制实验

组与提示随机实验组的男性被试比例显著高于随

机实验组以外(比例检验④,p < 0. 05),各实验组之

间的描述性统计量(学生,年龄与作答时间)并不

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 3　 样本均值统计量

变量 所有数据 控制实验组 提示实验组 随机实验组
提示随机
实验组

学生
是(否)

0. 35
(0. 48)

0. 30
(0. 46)

0. 37
(0. 49)

0. 41
(0. 49)

0. 34
(0. 48)

性别
男(女)

0. 50
(0. 50)

0. 61
(0. 49)

0. 45
(0. 50)

0. 43
(0. 50)

0. 50
(0. 50)

年龄
在校生

(非在校生)

28. 88
(9. 55)

28. 95
(9. 68)

28. 83
(8. 99)

28. 57
(10. 19)

29. 21
(9. 28)

作答时间
(分钟)

5. 02
(2. 98)

4. 92
(2. 77)

4. 85
(2. 77)

4. 88
(3. 30)

5. 45
(3. 00)

样本量 384 101 84 107 92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均值的标准差(SD)。

(一)行为数据分析

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随缘”募捐机

制的两个典型功能(即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和

随机代理决策选项)如何影响人们的捐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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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卷调查中有 117 名被试者选择捐款,总捐款额为 485 元。 但仅收到 50 名被试者承诺的捐款,总捐款额为 133 元。 这个结果从另

一个侧面说明当人们面对灵活的决策环境时往往会回避捐赠带来的财富损失[60 - 63] 。
　 问卷星自动检测出 16 份属于刷红包行为的无效答卷。
　 本文中所有比例检验均汇报双边假设检验的结果。



下面我们将从捐款比例和捐款额度两个维度来阐

述研究的主要发现。 首先,通过平均统计量来比较

不同实验组之间捐款行为的差异,如表 4 所示。
表 4　 捐款行为的平均统计量

变量 控制实验组 提示实验组 随机实验组 提示随机实验组
不捐款占比 / %

(即 0 元) 39(49) 38(49) 35(48) 35(48)

捐款额度 /元
(不包括 0 元) 4. 44(3. 50) 2. 45(2. 55) 3. 24(2. 52) 3. 00(2. 31)

选择“随缘捐”
占比

NA NA 24% (43% ) 16% (37% )

样本量 /个 101 84 107 92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均值的标准差(SD)。

提供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或者随机代理决

策选项都不能显著地提高捐款比例(比例检验,
p > 0. 10)。 不同实验组的平均捐款比例相似,大
约在 61% ~65% 。 当出现“随缘捐”选项时,其使

用比例在 24% ;而当同时出现小额捐款建议提示

信息时,“随缘捐”选项的使用比例降低到 16% 但

下降幅度并不显著(比例检验,p > 0. 10)。
控制实验组的平均捐款额为 4. 44 元,显著高

于提示实验组的平均捐款额(秩和检验,p < 0. 01)
但不显著高于随机实验组和提示随机实验组的平

均捐款额(秩和检验,p > 0. 10)。 提供了随机代理

决策选项的两个实验组平均捐款额度与控制组的

平均捐款额度无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是因为“随
缘捐”选项的预设值为 3 元,介于控制实验组与提

示实验组的平均捐款额大小之间。 经推算,假设

被试的选择数据不变,“随缘捐”选项的预设值也

需要达到 6 元或更大金额时,提供“随缘捐”选项

才能使得随机实验组的捐款额度显著高于控制组

的捐款额度。

　 　 下面,通过图 2 来展示各个实验组的捐款额度

分布所存在的差异。 当出现提示信息“您的捐款

不必超过 3 元”时,捐款额的分布更加集中到 1
元。 提示实验组中的捐款 1 元的比例显著高于其

他 3 个实验组(比例检验,p < 0. 05)。 控制实验组

中捐款 10 元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实验组(比例检

验,p < 0. 05)。 由于随机选项的预设值为 3 元,选
择“随缘捐”使得捐款额更加集中在 3 元。 随机提

示组和随机组中选择 3 元的比例无显著差异,但均

显著高于提示组与控制组中选择 3 元的比例(比
例检验,p < 0. 01)。 此外,提示随机组中选择捐款

1 元的频率显著低于提示组。 由此可见,当两种功

能同时出现时,“随缘捐”选项消除了小额捐款建

议对捐款额度的负面影响。
上述研究发现意味着在捐款率高达 61% 时,

提供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和随机代理决策选项

可能都无法进一步地助推那些原本没有捐款意愿

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的

出现合理化了微捐行为,负面地影响了那些原本

可能愿意捐款更大额度的人,从而导致平均捐款

额降低。 而随机代理决策选项对捐款额度的影响

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使得本会捐更少的人多

捐,也可能使得本愿意捐更多的人只捐“随缘捐”
的预设金额。 这说明了在不能提高捐赠率的情况

下,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对捐款额的影响通常

是负面的,而随机代理决策选项对捐款额的影响

则取决于“随缘捐”预设金额与不受任何干预情况

下平均捐款额之间的关系。

图 2　 捐款额度在不同实验组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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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采用 Probit 回归模型从微观数据层面研

究被试者的个人特质与不同的决策环境如何影响

捐赠行为。 模型(1)将利用全样本来研究是否参

与捐款的决策(即:捐还是不捐的选择);模型(2)
将利用做出捐款决策的部分数据进一步研究捐款

额是否大于 3 元。 通过实验组虚拟变量来刻画

不同的决策环境(默认参考组是控制组)并在回

归模型中控制被试的个人特征与完成问卷的作

答时间。 表 5 报告了回归结果与相关统计检验

结果。
表 5　 捐款行为的 Probit 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
(1) (2)

参数 平均边际效应 参数 平均边际效应

提示组
- 0. 036 - 0. 013 -0. 704∗∗∗ - 0. 241∗∗∗

(0. 193) (0. 069) (0. 261) (0. 085)

随机组
0. 050 0. 018 -0. 592∗∗ - 0. 209∗∗

(0. 185) (0. 065) (0. 235) (0. 082)

提示随机组
0. 026 0. 009 -0. 850∗∗∗ - 0. 279∗∗∗

(0. 190) (0. 067) (0. 255) (0. 079)
学生 0. 486∗∗∗ 0. 170∗∗∗ - 0. 251 - 0. 075

(1 -是 |0 -否) (0. 165) (0. 055) (0. 215) (0. 063)
性别 - 0. 141 - 0. 050 0. 127 0. 039

(1 -男 |0 -女) (0. 136) (0. 048) (0. 182) (0. 056)

年龄
- 0. 005 - 0. 002 - 0. 012 - 0. 004
(0. 008) (0. 003) (0. 012) (0. 004)

作答时间
0. 088∗∗∗ 0. 031∗∗∗ 0. 040 0. 012
(0. 027) (0. 009) (0. 028) (0. 009)

截距项
- 0. 023

—
0. 012

—
(0. 310) (0. 417)

样本量 383 244
Pseudo R2 0. 051 5 0. 066 6

注:回归模型的应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 模型(1)中 0 表示不捐
款;1 表示捐款。 模型(2)中 0 表示捐款额为 1 - 3;1 表示捐款额为
4 - 10。∗∗∗代表 p 值小于 0. 01;∗∗代表 p 值小于 0. 05。

模型(1)中所有的实验组虚拟变量参数都不

显著,说明展示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或者提供

随机代理决策选项都没有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捐

款。 此外,研究发现学生更愿意选择参与捐款,模
型估计学生平均比其他人群选择捐款的比例高出

17% 。 模型(2)中所有的实验组虚拟变量的系数

都显著小于 0,说明向被试提供“您的捐款不必超

过 3 元”的小额捐款建议或预设值为 3 元的“随缘

捐”选项都增加了小额区间的捐款(1 元至 3 元)
比例,同时降低了 3 元以上的捐款比例。 平均而

言,当出现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时,小额区间捐

款比例显著增加了 25% ;当提供随机代理决策选

项时,小额区间捐款比例显著增加了 20% ;当两种

助推功能同时出现时,小额区间捐款比例显著增

加了 27% 。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总结如下。
(1)提供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或者随机代

理决策选项都不能显著提高捐款参与率,却提高

了小额区间(即 1 元至 3 元)的捐款比例。
(2)当出现提示信息建议捐款不必超过 3 元

时,平均捐款额度显著减少,且捐款金额集中在最

小的捐款额上(即 1 元)。
(3)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与随机代理决策

选项搭配使用时,随机代理决策选项的使用率并

没有显著地降低,但是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对

捐款额度的负面影响被抵消了。
四、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互联网募捐已成为不同类型及规模

的慈善机构筹集善款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我国,
随着智能终端与移动支付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

网平台慈善公益在社会的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尤

其突出的作用,新奇的募捐机制也层出不穷。 这

些募捐机制的出现和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

募捐平台在实操中通过试错而积累的经验,但对

新型募捐机制有效性及相关行为原理的实证研究

相对较少。 本文研究了一种我国大型网络及电子

募捐平台频繁使用的“随缘”募捐机制对个人捐款

行为的影响。 通过设计一组二乘二的随机对照实

验,分析了“随缘”募捐机制中的小额捐款建议提

示信息与随机代理决策选项分别如何影响捐款率

与捐款额。
实验数据显示,提供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

与随机代理决策选项均无法显著地提高捐款参与

率,却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捐款额度。 若不能提高

捐款参与率,通过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合理化

微捐行为往往会负面地影响那些原本可能愿意捐

更多的人,从而导致平均捐款额降低。 实验数据

还表明在募捐情境下,有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决策

者愿意使用“随缘捐”的随机代理决策功能,且该

功能与小额捐款建议提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互为

替代品。 与本文紧密联系的两项研究发现,当募

捐价格菜单默认选项设置为 1 美元或随机选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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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不超过 2 美元时捐款频率都显著地增加,从而

提高了总善款额度[53,55]。 选用从 0 元到 10 元的

募捐价格菜单,发现当默认值设定在 3 元时,提示

信息与随机选项影响了那些本来愿意捐赠超过 3
元以上的捐款人。 因此,提示信息与随机选项提

高了小额区间的捐款频率,却未能提高预期总善

款额度。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相关文献提供了补充

性经验证据,也为现实中的募捐平台在使用“随缘

捐”募捐机制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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